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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并界定了农村生态扶贫的概念，提出云南省实施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生态扶贫效率低下，

因而有必要对影响农村生态扶贫项目效率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析，以便提出改进云南省农村生态扶贫效率的对策建

议。基于此，考虑到非期望产出，文章构建了农村生态扶贫项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DEA

模型，利用云南省 4个州市共 27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所搜集的数据，对这 27个县的生态扶贫项目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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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当前，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精神，充分发挥生态保

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切实做好生态扶贫工作，按照国务院扶贫幵发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林业局、财政局、水利部、农业部及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这一方案的颁布，不仅仅加大对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贫困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并且使贫困人口从生态

保护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的组建，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

程的建设以及生态管护人员岗位的增加等使生态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喜人的效果。云南正处于扶贫攻坚的重要阶段，各个部

门都给予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贫困人口基数大，扶贫周期长等原因使农村生态扶贫效率低下。例如，2018 年 1 月 9

日，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冰花男孩”，正是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因为一张满头顶着风

霜的照片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事实上，繁华大城市的小朋友们，他们身着漂亮而精致的校服，不仅仅在明亮的教室里接受着

拥有良好教学资源的优质教育，而且花费巨资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令人痛心的是，云南还有千千万万个“冰

花男孩”，他们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甚至勉强保障下，顶着严寒酷暑，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每天步行数公里去上学。扶贫的道

路还在继续，生态扶贫备受关注，研究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绩效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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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绩效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农村扶贫项目以及农村扶贫效率等

方面。

（1）关于农村生态扶贫概念界定的研究评述。

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村生态扶贫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根据己有的文献资料，本文提出关于农村生态扶贫概念界定的认

识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生态扶贫与扶贫、精准扶贫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沈茂英和杨萍[1]认为生态扶贫是扶贫的核心内容；

王介勇等
[2]
认为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实践和贫困问题的总体特征，逐步形成了精准扶贫政策框架；陈甲等

[3]
认为生态扶贫是将生

态保护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扶贫方式。第二，虽然当前学者对于生态扶贫与绿色扶贫几乎是混为一谈的，但是生态扶贫是不

同于绿色扶贫的。查燕等[4]认为生态扶贫是一种新的可持续扶贫方式，主要在于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建设，提高扶贫

效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葛宏等[5]、戴旭宏[6]认为绿色扶贫更注重于解决贫困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环境退化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所认为的农村生态扶贫是指在“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针对中国农村的偏远贫困特别贫困家庭，结合国家相关专项扶贫政策，使其从贫困户变成富足户，在重视扶贫开发的过程中，

确保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保障，同时也要兼顾到生态保护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扶贫。

（2）关于农村扶贫项目的研究评述。

当前，有关农村扶贫项目效率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村扶贫的识别治理问题、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进行。在农村扶贫识别治理

方面，李小云
[7]
认为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的模式是集发展型和保护型治理于一体；王剑利等

[8]
、段应碧

[9]
研究了农村扶贫工作中的

对象识别问题，得出弱势群体是最重要的目标人群。在农村扶贫开发方面，王贤斌[10]分析了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并提

出了扶贫开发机制的相关建议；张永亮和肖毅敏[11]提出为适应农村扶贫开发金融需求的新变化，要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为指导，

实行创新；韩广富和李万荣[12]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瞄准目标调整研究，得出调整目标是连片特困地区与贫困县、扶

贫标准以下的全部农村人口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并举。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王雨磊[13]研究了农村精准扶贫中有

关数字下乡的技术治理问题；傅允生[14]认为农村扶贫要转变观念，加强制度创新，提高财政扶贫效率。在定量方面，帅传敏等[15]

利用 SPSS软件，从项目管理角度对农村扶贫项目效率做了实证分析。

（3）关于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绩效的研究评述。

关于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绩效的研究主要是从生态扶贫评价指标体系选取、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的。在生态扶贫评价指标体

系上，主要是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对于投入指标的选取，黄渊基[16]选取人均旅游综合收入和人均接待游客量；曹妍雪和马

蓝[17]则选取旅游投资总额、旅游从业人员及旅行社数量来衡量旅游扶贫效率的投入变量；李毅等[18]在对生态扶贫绩效研究时选

取了到户人均扶贫款、人均耕地及家庭经营性费用支出；对于产出指标的选取，孙晗霖[19]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脱贫人数

以及学龄儿童入学率等作为产出变量；杨立生等[20] 加入非期望的污染指标来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做效率评价研究；屠年松等
[21]也对生态可持续方面有所研究。在评价方法选择上，当前学者主要集中于传统的 DEA模型对投入及产出做了简单的效率测算，

例如，李烨[22]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 CCR 模型和 BCC 模型对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效率进行了评估分析；常江[23]运用超效率 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方法，测算分析了金融支持农村精准扶贫开发的效率；林文曼[2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

目的绩效进行评估。传统的 DEA 模型是可以对农村生态扶贫效率做出一定的判断，但是要想更加关注生态扶贫的效率测量，加

入非期望的产出指标，利用 SBM-DEA模型会使结果更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有关农村生态扶贫的概念尚未达成统一共识，部分学者

指出了生态扶贫、农村扶贫的概念，但是关于农村生态扶贫的概念、识别、目标及运行规律还需深入研究；第二，当前关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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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扶贫的研究主要在于农村扶贫识别治理问题、农村扶贫开发等问题，而对于农村扶贫绩效的研究很少；第二，当前在对农村

扶贫项目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投入产出效率为主，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入非期望产出的较少。基于此，本文

在现有的对农村生态扶贫项目绩效研究文献基础上，采取非期望的 SBM-DEA 模型，构建农村生态扶贫项目效率评价体系，在投

入指标上，选取人力资本、资金与能源指标来分析，在产出指标上，选取以脱贫情况的期望指标与未脱贫情况的非期望指标，

对云南 27个县区进行实证分析。

3、农村生态扶贫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3.1农村生态扶贫效率评价模型的构建

Tone[25]提出 SBM 模型，即把松弛变量加入到目标函数中去，对效率进行测量时，不仅仅是一般的变量，同时包含了松弛变

量的一个结果，从而很好解决存在非期望产出时的效率测量问题，且其测量结果有效，不存在弱有效问题。本文基于非期望的

SBM-DEA模型，构建农村生态扶贫绩效评价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对于 n个决策单元（DMUS）的投入、产出矩阵分别为：

假设数据是有效的，即 X＞0，Y＞0；设生产可能集为 P，则为：

γ是集合 Rn中的一个非负数；把决策单元 DMU（x0，y0）计作：

其中：ρ表示 DMU的农村生态扶贫项目效率，x、y
g
、y

b
分别代表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值，γ代表投入产出权重，

表示第 i 种过剩的投入要素；Sg和 Sb代表的是松弛变量，分别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目标函数ρ（0＜ρ＜1）是一个关于

投入要素、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的严格单调递减函数。当且仅当同时满足 S-=0，Sg=0，Sb=0时，ρ=1，说明生产单

元是完全有效的；若 0＜ρ＜1时，说明生产单元效率是不完全有效的，也就是说会存在效率的损失，可以适当地调节和改变投

入量、期望产出量及非期望产出量，使农村生态扶贫绩效得以改善。



4

3.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为我校所参与的一项关于云南省扶贫预评估的调查。此次调查在 2017年下半年对

云南 4个州市的 27个县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帮扶满意度等方面。另一部分数据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和云南省统计局提供的人员信息等。

调查的县区包括：保山市的昌宁县、施甸县、腾冲县、隆阳区、龙陵县；德宏州的梁河县、陇川县、芒市、瑞丽市及盈江

县；文山州的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及麻栗坡县；玉溪的易门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江川县、华宁县、通海县、澄江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及红塔区。从经济指标和地理分布来看，

这些县区构成 f云南省农村的一个代表集合。其中，包含了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及非贫困地区。

调查的村民小组是随机抽取的。不过，是按照以下七类：返贫户、非建档立卡户、建档立卡户、剔除户、新纳入户、己脱

贫户及预脱贫户的具体分布而进行抽取。

3.3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1）投入指标选取。依照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投入指标主要选取人员指标、资金投入指标以及能源指标。在人力资本指标

上，依据刘超芹[26]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研究，相比户籍人口，选取常住人口数量来反映农村人口情况更为恰当；在资金投

入指标上，参照孙群力和朱良华[27]对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研究，加上数据的获得性和准确性，选取了精准扶贫专项贷款额

与贫困户异地帮扶搬迁贷款额；在能源投入方面，由于本文是对农村的生态扶贫绩效做评价，参照党红艳和金媛媛[28]研究得出

资源禀赋对精准扶贫效率有影响，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困难性，故选人均耕地面积。

（2）产出指标选取。关于产出指标的选取，本文在期望产出的基础上加入了非期望产出的相关指标来分析，以便对农村生

态扶贫绩效更具准确性、合理性及科学性。对于期望产出的指标，参照李光明和马磊[29]、龙祖坤等[30]对效率评价的产出指标选

取，文章选取了经济指标、脱贫人数方面，具体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己脱贫户数量、预脱贫户数量；结合数据的可得性，

选取生态指标，即森林占地面积。对于非期望产出的指标选取，是考虑污染指标与未脱贫两个方面。对于污染指标的选取，参

照 Zijp等[31]、任耀和牛冲槐[32]所认为的工业粉尘、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相比二氧化碳等全球性气体能够更好地反映污染现

状，故本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表示污染情况。未脱贫指标的选取上，参考了王敏等[33]对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评估的相关研

究，本文选取新纳入户数量、剔除户数量。对于满意度的问题，曹军会等[34]研究表明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重要意

义。故选取帮扶不满意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文章所使用的帮扶不满意数是由如下四个不满意项目

简单加总而得：帮扶方式不满意、驻村工作队工作不满意、责任人不满意及帮扶工作成效不满意。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农村

生态扶贫绩效评价体系详见表 1。

表 1 农村生态扶贫绩效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投入

人力资本 常住人口数量 X1

资金
精准扶贫专项贷款额 X2

贫困户异地帮扶搬迁贷款额 X3

能源 人均耕地面积 X4

期望产出

经济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脱贫
己脱贫户数量

预脱贫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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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森林占地面积

非期望产出

污染 二氧化硫排放量

未脱贫

新纳入户数量

剔除户数量

帮扶不满意数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评价结果

本文在农村生态扶贫绩效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非期望的 SBM-DEA 模型，取 m=3，S1=2，S2=2，对所调查的 27

个县区的数据进行分析，为更全面地分析农村生态扶贫绩效，结合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进行

分析。为了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方便，把决策单元即 27 个县区编号，结果如下：（1）昌宁县、（2）施甸县、（3）腾冲县、

（4）隆阳区、（5）龙陵县；（6）梁河县、（7）陇川县、（8）芒市、（9）瑞丽市、（10）盈江县、（11）马关县、（12）

丘北县、（13）广南县、（14）富宁县、（15）文山市、（16）砚山县、（17）西畴县、（18）麻栗坡县、（19）易门县、（20）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21）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22）江川县、（23）华宁县、（24）通海县、（25）澄江县、（26）

峨山彝族自治县及（27）红塔区。本文运用 MATLAB软件编程得出如下结果。

4.2云南农村生态扶贫绩效结果分析

根据表 2 的结果，整理数据得出 27个县区三个效率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根据图 1 和图 2的结果可得出如

下结论：

表 2 云南省 27个县区扶贫效率

DMU TE PTE SE DMU TE PTE SE

1 0.1501 0.1850 0.8115 17 0.1418 0.1853 0.7654 

2 0.2158 0.2418 0.8924 18 0.2332 0.2592 0.8998 

3 0.1806 0.2440 0.7401 19 0.1884 0.2728 0.6905 

4 0.1577 0.1869 0.8438 20 0.1823 0.2346 0.7768 

5 0.1924 0.2401 0.8014 21 0.1661 0.2637 0.6297 

6 0.3502 0.8600 0.4072 22 0.2332 0.2768 0.8424 

7 0.3529 0.8526 0.4139 23 1.0000 1.0000 1.0000 

8 0.3269 1.0000 0.3269 24 0.1934 0.3193 0.6059 

9 0.3333 1.0000 0.3333 25 0.0924 0.2297 0.4022 

10 0.4514 1.0000 0.4514 26 0.1835 0.2582 0.7109 

11 0.1753 0.2131 0.8224 27 0.1612 0.2451 0.6575 

12 0.1774 0.1884 0.9418 保山市 0.1793 0.2196 0.8178 

13 0.1509 0.1885 0.8007 德宏州 0.3629 0.9425 0.3895 

14 0.2083 0.2216 0.9403 文山州 0.1742 0.2037 0.8505 

15 0.1318 0.1787 0.7373 玉溪市 0.2667 0.3445 0.7018 

16 0.1747 0.1949 0.8965 均值 0.2458 0.4276 0.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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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7个县区效率趋势图

图 2 云南省四市农村生态扶贫绩效结果对比图

第一，云南省 27个县区的平均扶贫技术效率为 0.2458，其中，扶贫技术效率排名前五的依次为华宁县、盈江县、陇川县、

梁河县及瑞丽市，排名最靠后的是澄江县，扶贫技术效率仅为 0.0924，其次为文山市、西畴县、昌宁县以及广南县。由此可见，

27 个县区整体的技术效率情况比较差。在农村扶贫过程中，应该控制好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要贯彻落

实到位，因地制宜地采取一定的方式来提高技术效率。

第二，27 个县区的平均扶贫纯技术效率为 0.4276，其中，最高的纯技术效率为 1，共并列四个县区，它们是：华宁县、盈

江县、瑞丽市及芒市。排名最靠后的五个县依次是：文山市、昌宁县、西畴县、隆阳区及丘北县。纯技术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

在于：首先，在投入上严重不足，这是由于帮扶人员的短缺，加之异地搬迁帮扶贷款额和精准扶贫专项贷款额有限，并且对生

态保护不重视等。其次，在期望产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的贫穷情况严重，其长期的生产活动与生产方式依然对现有的家

庭经济情况有所影响，要想提高农村收入仍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在非期望产出上也不容乐观，对于满足脱贫条件的家户谎

报瞒报家庭基本收入而影响政府对正常退出贫困户的选择与判断的情况应加以注意，并且在帮扶方式上也应该加强管理，使扶

贫真正做到精准。最后，在整个精准扶贫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的保护及对环境的爱护，长期下来，这就不利于农村生态扶贫

效率的提尚。

第三，以上 27个决策单元的平均规模效率为 0.6899。虽然规模效率在扶贫效率的三个效率结果中属于较高的，但是也仅有

0.6899，说明在生态扶贫的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发展规模的问题。对于规模效率较小的县区，尤其是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

高的农村，发展的重点在于扩大农村的发展规模，以此促进农村扶贫发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效益与良好的扶贫结果。

对于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的农村，其规模结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科学合理的，这类农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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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资金的投入，促进发展。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非期望、非径向的 SBM-DEA模型，收集云南省 4个州市共计 27个县区的数据，构建云南农村生态扶贫绩效评价模

型并对其进行评价，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了非期望的指标，使得在对云南农村生态扶贫的绩效评价方面的实证结果更具真实、

准确、有效。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云南农村生态扶贫效率整体偏低，主要位于 0.1〜0.5之间，云南省大部分农村对于生

态扶贫以及积极响应如异地搬迁的理念和意识较为淡薄，取所有样本的效率平均值计算得出，技术效率为 0.2458，纯技术效率

为 0.4276，规模效率为 0.6899；第二，云南省农村生态扶贫效率存在显著的州市差距，在所调查的四个州市中，农村技术扶贫

效率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技术效率最高的是德宏州的 0.3629，保山市和文山州的扶贫技术效率都不高于 0.2。纯技术效率极差

达到 0.7388。规模效率相比会好一些，均在 0.7 以上，甚至有两个州市达到 0.8。第三，农村生态扶贫绩效评价过程中，更多

的要关注生态扶贫的影响以及非期望产出的影响，同时注意投入指标中的绿色环保投入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中的不满意数量

指标，这样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合理。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合理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在专项贷款方面，可适度调整精准扶贫专项贷款额度，

放宽贷款条件。在贫困户异地搬迀贷款额方面，先要对群众做好思想工作，避免部分群众受到传统“落叶归根”的思想影响而

不愿意舍弃所住的危房。同时，也应该加大异地搬迁贷款额度，使群众自筹部分比例有所下降，从而加强对精准扶贫专项贷款

的利用。第二，偏远贫困农村应充分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打造特色产品，发展

特色产业，调整生产规模，缩小同先进农村的差距。第三，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仅仅只关注经济的发展，也要考虑到环境

问题，注意调整发展策略，重视环境污染问题，真正做到生态脱贫。

虽然本文在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力求尽善尽美，但还是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所用于实证的数据，考虑到调

研过程中的安全性及困难性，不能对云南省全部的 16个州市所有的农村生态扶贫绩效进行评价，对云南农村生态扶贫的分析造

成了一定程度地影响；其次，在指标选取上，由于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作者本人水平所限，可能在有关生态扶贫的投入指标与

非期望产出指标上不能做到全面且合理。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尽量通过对广大农村进行实地调研，收集所需信息，结合

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以获取第一手具有真实度与可靠度高的信息。同时采取更加科学规范的方法衡量农村生态扶贫指标，

对于数据处理方法更深入规范，以达到更好的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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